
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蔡　 昉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分

别在不同阶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教训，最终在改革开

放条件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前 ３０ 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后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逐

步消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形成市场经济下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

置，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也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

了显著的贡献。 首先，中国经济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以及不断扩大的总规

模，发挥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 其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

民的成功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分享与智慧借鉴。 最后，

中国经济探索中所体现的具有共性的发展规律，以及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国情相结合

的方法论，为修正、丰富和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尤其有助于推动发展经

济学的复兴。 面向“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经济正在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

入阶段，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将对世界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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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得到全世界的瞩目。

今日中国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既来自过去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

前 ３０ 年的探索。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从新中国成立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中国的

经济建设得到恢复，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随着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

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阶段，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

第二阶段，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

经济增长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必经阶段。

前 ３０ 年建立起的完整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获得资

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就确定为重工业优先发

展。 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 西方国家的封锁形成诸多发

展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 例如，作为一个不可或缺却被卡了脖子的战

略性产业，石油业依靠自力更生实现了自给自足。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既是不得已而为

之，也是不可不为。 与此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和航天工业。 这些产

业正是由于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地位，才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

不过，中国经济的确在前 ３０ 年错过了一次全球经济大趋同的机会，①未能实现对

发达经济体的赶超。 如果简单地从表面数字观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似乎

差强人意。 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按照 １９９０ 年国际购买

力平价美元构造的数据口径，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年均实

际增长率为４．４％。但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很多后起国家和地区以较快的增

长速度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在同一时期，被定义为“富裕国家”的经济体的总

体增长率达到 ４．３％，而不属于该组别的“其他国家”（主要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总体增长率高达 ４．９％，世界平均增长率为 ４．６％。②

在这期间，由于一些原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向“富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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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斯彭斯认为，全球经济大约在 １９５０ 年步入了一个大趋同的时代。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ｏｎ⁃
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

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９６０—２０３０ 年》，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０８—１０９ 页。



家”靠近，而中国没有跟上这个潮流，所以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根据上述

数据来源，１９５２ 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仅为 ５３８ 美元，为“富裕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

８．７％、“其他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 ４６．５％以及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 ２３．８％。 由于中

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速度均低于上述组别，到 １９７８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９７８ 美元）相当于

这三个组别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反而下降，分别为 ６．８％、４２．１％和 ２２．１％。
事实上，由于冷战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分隔，迈克尔·斯彭斯（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所说的那一轮所谓全球大趋同，其实是范围十分有限的现象。 真正实现

了对先行国家赶超的仅仅是欧洲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
而并没有包含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 只是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和众多从计划

经济转型的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深度参与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

趋同现象，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 中国正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

极参与者和获益者，在 ４０ 年里对发达国家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赶超。
世界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即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理论上都以自身状况的改善或

恶化对整体产生影响。 然而，要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个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经

济体需要有足够大的总规模和占比。 进入 ２１ 世纪的中国经济，以其高速增长以及作

为结果的规模扩大和占比提高，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如果说这种产出贡献是以一种私人产品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的话，得以达

到这样一种绩效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对发

展观念的有益见地和对循例的建设性挑战，都属于对世界经济的公共品贡献。 中国并

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

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义不容辞地要代表广大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表达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及至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
不仅如此，由于以下几个突出特征，中国及其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尤其重要。 首

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２０１７ 年约为世界总人口的 １８．５％，占人类 １ ／ ５ 的

中国人民创造的成就对世界的显著意义，是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 其次，知识分子

天生具有探索兴衰之谜的学术好奇心，而吸引众多学者尝试回答的关于中国科技（发
展）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约瑟之谜，正是经济史学中同样著名的、旨在探索为什么 １６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大分流这一谜题的中国版本。 最后，就满足相同的学术好

奇心而言，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经济发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同时接近于完整经

历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必要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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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昉：《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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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麦迪森构造的长期历史数据，并力图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口径予以更新，我们

在图 １ 中显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以 ＧＤＰ 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人均 ＧＤＰ 相对

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经历了一个明显的 Ｖ 字形

变化轨迹。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图中显示的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后半程，无论从时间

之短暂还是从规模之巨大来看，这个奇迹都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

图 １　 中国经济发展的由盛至衰和再至盛

资料来源：２００３ 年之前数据取自 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
２０３０ Ａ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３７９， ｐ．３８２；２００４ 年

以后数据系在 ２００３ 年数据基础上，按照世界银行不变价国际美元 ＧＤＰ 的相关增长速度推

算，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二　 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

从经济规模来说国家有大有小，从增长表现来看国家有成有败。 在过去 ７０ 年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起伏跌宕，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 自从 ４０ 年

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定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

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 可以说，中国以其

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促成了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中国经济以其总规模、在全球的位次和世界经济占比，对世界经济做出显著

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 ＧＤＰ 总规模在 １９７８ 年为

２９４３ 亿美元，在全球排第 １４ 位，仅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 １．１％和美国经济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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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９９０ 年，中国 ＧＤＰ 增加到 ８２９６ 亿美元，在世界经济占比提高到 ２．２％，为美国的

９．２％，超过了墨西哥、澳大利亚、荷兰和沙特阿拉伯，排在世界第十位。 在随后的十年

里，中国经济规模先后超越了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意大利和英国，于 ２０００ 年排到世

界第五位，总量达到 ２．２４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 ４．５％，为美国的 １７．６％。 中国

于 ２０１０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量达到 ６．１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 ９．２％，相当

于美国的 ４０．８％。 及至 ２０１７ 年，中国 ＧＤＰ 达到 １０．２ 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占比为

１２．７％，相当于美国的 ５８．７％。

第二，随着体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量的

显著性逐年提高，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增量贡献。 例如，中国 ＧＤＰ 的

年度增量在 １９９０ 年已经超过诸如越南、卢森堡和肯尼亚这样一些国家的 ＧＤＰ 总量，

２０００ 年超过以色列、尼日利亚和爱尔兰等一些国家的总量，２０１０ 年超过瑞士、沙特阿

拉伯和阿根廷等一些国家的总量，２０１７ 年超过荷兰和波兰等国乃至全部低收入国家

合计的总量。 如果说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不足

道，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常常“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的话，１９９０ 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

界经济的增量贡献就超过了 １０％，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始终保持在 ３０％左右。

第三，由于中国 ＧＤＰ 年度增量逐渐扩大，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其在世界经济增

长中的贡献显著提高，特别是由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经济增量的高度稳定性，

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 从年度增长率来看，与世界经

济增长相比，早期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大，但是，由于总量和增量都较小，对世界

经济整体的影响并不显著。 然而这个特点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图 ２ 中，我们把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量，分别与不包括中国数据在内的世界其他

地区经济增量，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总增量进行比较。 从中可以发现，在有

和没有中国经济增长这个因素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迥然不同的。 比较

包括和不包括中国数据情况下的世界 ＧＤＰ 年度增长率的方差，可以看到自 １９９０ 年开

始，这个效应已经有所显现。 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年度增量的逐步扩大以及稳定性越来

越强，中国经济增长对于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愈显突出。 特别是在 ２１ 世纪世界

经济异常波动的年份，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作用，全球波动性才得以显著降低。

第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赶超，使得长期只在

理论上讨论的趋同的可能性，终于开始成为全球经济的现实。 与此同时，作为经济趋

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

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 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和分享，产生了提高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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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经济年度增量及其对世界经济稳定的贡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收入的整体效果，从而大幅度减少了贫困，对于全球减贫做出巨大贡献。 此外，中国绝

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对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数量上的直接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１９８１ 年全世界生活在世界银行绝对贫困标准（按 ２０１１ 年购

买力平价计算每天低于 １．９１ 美元）以下的人口共 １８．９ 亿，中国为 ８．８ 亿，占全球贫困

人口的 ４６．４％。 ２０１５ 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到 ７．５ 亿，中国则只有 ９６０ 万，仅为全球贫

困人口的 １．３％。 这期间，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高达 ７６．２％。 实际上，２０１５ 年之后中

国按照高于世界银行标准实施农村脱贫攻坚战略，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１２４０ 万、１２８９ 万和 １３８６ 万，可以说中国总体上已经消除了世界银

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

三　 寻找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国家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尝试进行各种改变贫困

面貌的探索。 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也因应这种现实的需要，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形成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 各种关于发展的理论假说和战

略主张一度层出不穷、花样翻新。 虽然一些原来经济落后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

四小龙等经济体，对发达国家实现了较快的赶超，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世界经济范

围内并没有表现出经济学家预想的趋同现象。 或者说，人们从那个时期所能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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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其量只是条件相似的经济体之间的“俱乐部趋同”或少数经济体的赶超现象。

在寻求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赶超失败，因而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的原

因时，人们也对流行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 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纷纷进行自我

辩护，①另外一些学者则旨在否定先驱们的理论立足点，试图揭示发展经济学本身的

“贫困”。② 最终的结果则是发展经济学作为整体，被冷落到角落里。 相应地，新古典

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其中新自由主义思潮更是大行其道，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转型中国家的改革策略、国际和区域发展机构以及发达国家的援助理念产生影响。 然

而，这些理论和理念，既没有以正确的认识论引导各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也未

能帮助寻求发展的国家找准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东西方冷战和南北方割裂的时代，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组织发生密

切的联系，而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探索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各国发展

贸易、引进外资，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然而，中国从改革伊始，

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即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

发展生产力、提高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

发展和分享理念。

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进而可以提炼出

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

智慧。 由于这些创造必要条件的步骤都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所以改革又是实现

增长的充分条件。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 西奥多·舒尔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ｃｈｕｌｔｚ）有句

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③ 实际上，“把激励搞对”

已经成为关于经济转型的教科书式的信条和建议。 然而，这种一般性的说法，或者简单

把问题归结为是否存在私有产权制度，并无助于抓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要害。

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抑制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的手段，就需要形成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 为了保证农业中生

产要素不致流失，把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

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 这一制度“三驾马车”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农业生产的低效

率和劳动的激励不足。 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 １９７７ 年全国人均拥

·０１·

　 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贡献


①
②
③

Ｇｅｒａｌｄ Ｍ． Ｍｅｉｅ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Ｄｅｅｐａｋ Ｌ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８３．
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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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产品产量中，粮食不到 ３００ 千克，棉花只有 ２ 千克，油料 ４ 千克，糖料 ２１ 千克。
１９７８ 年，有 ２．５ 亿农村人口年收入不到 １００ 元。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

国人民的认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改革的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

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需求的制度变革，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劳动努力与产量及收

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显著增

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过程。 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

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
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迅速显性化。 这时，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

来，即农民获得了自由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 农村劳动力按照收入提高

的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例如，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从单一粮食生产到种植业多种经营，再到农林牧渔业全

面发展的重新配置，随后又进入乡镇企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继而依次迁移到小城

镇和各种规模的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动到沿海地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业劳

动力比重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７０．５％降低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７％。 而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目前农

业劳动力比重很可能比这个官方数字再低 １０ 个百分点左右。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

与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以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意

义上形成了一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由于是西蒙·库兹涅

茨（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最早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现象背后体现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

本质，因此青木昌彦（Ａｏｋｉ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把这个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相对份额下降所表

征的产业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过程。① 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

（劳均 ＧＤＰ）提高了近 １７ 倍，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
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对总体的贡献率高达 ４４．９％。②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

的。 始于 １９７９ 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
于 １９８６ 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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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Ａｏｋｉ，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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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３－４７．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第 ４—１７ 页。



（ＷＴＯ）。 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

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转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

２０１７ 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占到全球的 ８．６％，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

占世界的 １０．５％，总出口中有 ７０％是流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反映了中国在

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比较优势。

作为上述改革开放三部曲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 ４０ 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 ９．４％

的增长。 一方面，中国的这一成就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世界经济的趋

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

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年

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ＧＤＰ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 ２１．３％提高到 ３５．３％，中国的

ＧＤＰ 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则从 ５．３％提高到 ３６％。 在这个时期，按不

变价计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ＧＤＰ 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 ４３．６％。

四　 复兴发展经济学

歌德（Ｊｏｈａｎｎ ｖｏｎ Ｇｏｅｔｈｅ）曾经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这句话并不

必然意味着理论不重要。 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成功

的实践经验中提炼特征化事实，不断丰富乃至修正已有的理论体系，创造新的理论范式

和体系，可以使理论本身生命常青。 迄今为止，中外经济学家并没有浪费中国改革开放

这一丰富的经验资源，并在研究探索中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第一，中国经济学家运用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借鉴关于转轨国家的经济学讨论、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

经济的理论，形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独特认识，并尝试以之指导实践。

第二，国外经济学家尝试用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中国经验，并试图影响中国政策制定。 第

三，许多经济学家也利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修正乃至否定。

依据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新的经验，对已有各种理论流派进行重新认识、再定位

和集成，从而提出替代性的认识体系，是经济理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应有逻辑

和源泉所在。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改革和发展成就，就其显著性

来说，当之无愧也责无旁贷地应该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丰富和发展。 这就需要着眼于把

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予以一般化，回应其对主流经济理论或其隐含假设的挑战，同时

给出既能解释自身全过程，也能为更一般的发展问题提供借鉴的理论答案。 下面将对

其中若干问题进行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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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否普遍存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只有一条道路

通向罗马。 埃尔文·扬（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和保罗·克鲁格曼（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等人孜孜

不倦地批评东亚模式，唱衰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由于不承认存在二元经济发展这样一

个发展阶段，也看不到人口红利可以在特定阶段成为经济增长源泉。 他们先验地认为

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是无条件的，否认要素投入可以维持可持续增长。

因此，他们认为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表现不是可持续的。

至于全要素生产率，将其看作唯一可持续增长因素固然没有错，但是不承认二元

经济发展，也就看不到资源重新配置在这个阶段上可以成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源

泉，甚至可以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提高。 囿于新古典理论假设，先验地否

定二元经济发展，使得这些经济学家不光彩地使用种种统计技巧，试图否认在具有劳

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经济体中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改善的事实。①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看到了经济发展并非从始至终都是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 实

际上，爱德华·普雷斯科特（Ｅｄｗａｒｄ Ｃ．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等就尝试把马尔萨斯阶段也纳入经

济增长模型中，②并暗示在马尔萨斯到索洛两个阶段之间还存在一个农业劳动力重新

配置的过渡阶段。③ 笔者通过对经济史的回顾，认为二元经济的形成过程，进而二元

经济发展阶段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因而可以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五

种类型或五个阶段，分别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

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工业化进程大大落后于世界，农业已经长期处于克利

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所称的内卷化（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过程，⑤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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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 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 “ Ｔｈｅ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１０， Ｎｏ． ３， １９９５， ｐｐ． ６４１－ ６８０； 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
“Ｇｏｌ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１１１， Ｎｏ．６，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２２０－１２６１；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Ｈｉｔ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ｌ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３。

Ｇａｒｙ Ｄ．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Ｃ．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 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ｏ Ｓｏｌ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２，
Ｎｏ．４，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２０５－１２１７．

Ｆ． Ｈａｙａｓｈｉ ａｎｄ Ｅ．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ｗａ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１１６， Ｎｏ．４， ２００８， ｐｐ．５７３－６３２．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载《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第 ４—１６ 页；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４—１５ 页。

参见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９—１７６ 页。



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三驾马车”的制度安

排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反而形成低级化的产业结

构。 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库兹涅茨过程才真正开始，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大幅度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成的潜在人口红利得

到兑现，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其次，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何处。 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新古

典增长假设基础上，假设劳动力短缺是常态，虽然资本积累对于增长至关重要，却会遭

遇报酬递减的制约，因此该理论体系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然

而，如果我们承认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新古典类型，则完全可以相信存在着异于

新古典类型的其他增长源泉。

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生产性特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且比重高，因而人口抚

养比低且持续下降），并且普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１）只要存在着有效的激

励和动员机制，劳动力数量供给就是充足的；（２）如果教育得到发展，新成长劳动力

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可以显著改善整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３）人口抚养比低且

不断下降有利于维持高储蓄率；（４）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

发生；（５）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可以获

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 这些增长源泉，在新古

典增长理论预期中都是不存在的。①

中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高速增长，以及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并且人口红利消

失之后的增长减速，都证明了这种独特增长源泉的存在。 许多计量结果都证明了存在

二元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增长源泉。 例如，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间，劳动年龄人口迅速

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估计表明，其间年均 ９．９％的 ＧＤＰ 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的

贡献率为 ９％，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 ６％，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 ６１％，资源重新配置效

率的贡献率为 ８％，其余未能解释的残差（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外的全要素生产率）贡

献率为 １６％。②

根据这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状况可以估计得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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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推导出趋同假说的时候，其实就完全可以从同一理论假设出发

认识到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源泉。 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时，都主动放弃了这种

理论上的一致性。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Ｗｅｎ， “Ｗｈｅ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ｏｋｉ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ａｎｄ Ｊｉｎｇｌｉａｎ Ｗｕ， 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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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９．７％—１０．４％之间。 伴随着 ２０１０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和人口抚养比由降

转升，上述增长源泉显著减弱。 相应地，潜在增长率也降低到“十二五”期间的平均

７．６％和“十三五”期间的平均 ６．２％。①

最后，摆脱贫困陷阱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有何路径上的不同。 在很长的时间里，

关注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着眼于归纳打破贫困陷阱的基本条件，譬如达到临界最小要

求的资本积累水平、发挥市场作用的体制和对外开放政策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最

终摆脱了贫困陷阱，成为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经济学家继而发现，从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继续提高在后一组别中的人均收入位次，是一

个丝毫不比摆脱贫困陷阱容易的任务。 许多研究也从经验角度揭示，确有众多国家长

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故而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并引起广泛讨论。②

中国已经十分接近经历从低收入国家经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

完整转变过程。 按照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１９７８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０８ 美元，属于典型的

低收入国家；１９９３ 年达到 １００１ 美元，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２００９ 年以 ４１４２ 美

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按照现价计算，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接近 １００００

美元，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 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

仍然面临的现实挑战，有助于认识两个发展阶段的共同点与相异处。

经济学中所谓“陷阱”，是指一种超稳定均衡状态，即对于任何一个扰动造成的偏

离，增长速度仍将会回到初始状态。 因此，针对打破贫困陷阱，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

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储蓄率达到临界最小水平。 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 摆脱殖民主义的强烈愿

望、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迫感以及当时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表现，对于许多国家做出选

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利用政府的力量加速积累，推进工业化过程。

由于这种赶超战略忽略了市场机制作用，形成封闭经济体系，在微观环节缺乏企

业家活力和劳动积极性，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背离了比较优势，使

得多数国家未能成功实现赶超，各种经济发展理论饱受诟病，发展经济学本身也陷入

发展困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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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ｕ 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Ｒｏｓｓ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Ｌｉｇａｎｇ，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５５－７４．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这一概念。 参见 Ｇｉｌｌ Ｉｎｄｅｒｍｉｔ，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７。

参见 Ｄｅｅｐａｋ Ｌ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３。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 在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间，中国的平均积累率达到 ２９．５％，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人力资本积累

条件也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另外

两个必要的体制条件，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问题，因而有利的人口因素并没有转化

为经济增长源泉。 只有在 １９７８ 年之后，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有节奏地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才创造出增长的基本条件，实现了对低收入阶段的跨越，并迅速向高

收入阶段转变。
在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传统增长动能减

弱的严峻挑战。 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之间，以及两个过程共同形成

的发展阶段，在因果关系上是互相影响的，在时间上也完全重合。 因此，继人口红利帮

助中国实现了长达 ３０ 多年高速增长之后，２０１０ 年之后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也不可避

免地导致经济增长自然减速。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支撑，①劳动力等

要素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也趋于缩小，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需要更多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下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② 构建这一实现

创新的条件则提出更高的改革开放要求，也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及其与市场的关

系。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能够带来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机会也愈益稀少，进一步改革开

放不可避免地触及既得利益，在遇到阻碍的同时也带来成长中的烦恼。
所以，在这个最接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口，一个国家必将遭遇更多困难、面

对更大风险，也丝毫不容徘徊和后退。 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也不再能够保障迈过新的

沟坎，改革、发展、稳定必须以更加协调有机的方式结合起来。 从经济史上成功的经验

和失败的教训来看，从这个阶段开始，应对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丝毫不比摆

脱贫困陷阱容易的实践，所要求的理念创新也足以构成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专门分支。

五　 结语和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经历了 ７０ 年的历程，其间的经济发展有前 ３０ 年的探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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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艾肯格林等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特定发展阶段中增长减速的 ８５％。 参见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ｏｎｇｈｙｕｎ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Ｋｗａｎｈｏ Ｓｈｉｎ， “Ｗｈｅｎ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６９１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ｂ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１６９１９，访问时

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蔡昉：《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以出清无效产能促进增长动力转换》，载《比较》，２０１８ 年第 １ 辑，

第 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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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也有后 ４０ 年的创新及其经验。 无论是走过的弯路还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识意义

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中国人自己珍视，也应该贡献给正在进行同样探索的其他发

展中国家，并且值得写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版本。 根据已经得到提炼的智慧，按照既

定的方向和目标，依据相同的改革开放逻辑和路径，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实践探索，争取

对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在时间上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 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

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趋于结束。 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具有“低垂的果子”

性质的经济增长源泉，如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进的效果

逐渐消失，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那些源泉，如通过市场机

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的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如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可以印证的那样，并非到了这个阶段，新古典

经济学的教条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领中国经济增长。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

意在揭示的道理正是：增长动能的转换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特殊

的情况，创造开发新增长源泉的条件。 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在诸多领域全面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应。 通过对改革效应做出合理假设，

我们可以预测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正在逐渐减速，

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会高于美国等

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① 因此，假设美国经济以过去 ２０ 年的趋势速度（剔除次贷危

机时的两年负增长）增长，预计中国在 ２０３５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按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届时将超过 １８０００ 美元。 这就意味着，一旦

实现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所有形态，并完成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阶段转变的最大经济体。

其次，在空间上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逻辑。 中国过去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

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较早取得经济发展实效，实际体现

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在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两种机制

开始发挥缩小地区差异的作用。 第一种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即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

产生大规模劳动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提高了劳动者对非农产

业的参与率，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 第二种机制更多借助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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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ｐ．５５－７４。



策的作用，即实行包括“西部大开发”在内的各种区域均衡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基

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随着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制造

业在这些地区最先失去比较优势。 此时，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

件，遂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①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江

经济带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

不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终究会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仍然需要打造新的“国际版

雁阵模型”，意味着部分制造业将向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区转移。 “一

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符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

展规律，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最后，从分享的维度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发展

本身，而是由于其带来对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与开放，只有从

这一目的出发才能得到人们的肯定与欢迎。 过去 ４０ 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

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实现了以下三个过程的统一而具有分享性。 其一，劳动力

资源重新配置，保障了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尽享人

口红利；其二，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制造业比较优势，并且在国际上获得中

国产品的竞争优势，获得全球化红利；其三，大量岗位的创造使城乡就业更加充分，随

着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普通劳动者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来自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

弱。 在经济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

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必将增强；在

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

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 这些都

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统领下，把分享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

过程，同时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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